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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的提法在学界不断

发酵，黄平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为对“新东北作

家群”的价值评判，他认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

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

变化。”继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赵松、谈波、杨知寒等东

北作家走向公众之后，“新东北文学”也逐渐走向了“经

典化”之路。新东北作家群体的形成实际上是“新东北

文学”的发展样态和外在表现，于这一现象之中观察东

北文学创作的新经验、新模式、新突破，才能挖掘出“新

东北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新东北”的“常”与“变”

所谓“新”必然脱胎于“旧”，“新东北文学”自然产生

于“旧”的东北文学传统当中，二者具备着“常”与“变”的

内在关联。其中东北的地域文化、东北人民的性格特

质，始终是东北文学得以发展的精神资源，渗透在一代

代东北作家的创作当中。自觉接续东北文学的写作传

统与文化精神，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使命与责任。其中

“东北城市书写”的传统是“新东北文学”的重要创作资

源。东北城市文化的形成历史悠长，底蕴深厚，东北文

学的起步是从乡土走向城市，一直以来，城市都是东北

文学创作重要的表现内容。由于战争这一历史原因，外

来技术及文化的侵入在无形之中加速了东北的现代化

转变。中东铁路的修建刺激了东北城市的兴起，以铁路

为依托，以商贸为契机开阜，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

发展繁荣起来，东北成为现代中国城市集群最为明显的

地区。在上世纪30年代，萧军、萧红等作家就已经发生

了从乡土写作到城市写作的创作转向，其作品中直接描

绘中东铁路、火车站、电影院、工厂等城市景观，并从乡土

的视角赋予了城市“殖民性”“现代性”以及“批判性”的含

义。发展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城市书写更多呈现

出大工业景观，如草明的《原动力》、舒群的《这一代人》

等作品展现了国家工业建设的肌理与蓝图，具有贴合社

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内涵。新时期以来，东北城市的产业

结构发生调整，由此带来整体的城市焦虑情绪，孙春平、

李铁的创作书写了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经历与遭遇。质

言之，从城市书写当中反映时代的面貌，始终是东北文

学创作的精神所在。东北的城市文化变革与东北城市

文学的发展是互相影响、双向对话的关系。新世纪以

来，作家们新的时代体验使“新东北文学”的城市书写发

生了改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时代的高速发展与物

质生活的日益充实，促使了作家自觉于创作之中对人进

行“精神寻找”。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老藤的《铜行里》

《北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等作品，聚焦城市的过去

与当下、历史与传承，努力寻求新时代下人的精神栖居。

从东北作家群创作到“新东北文学”，于城市书写的

过程中展现东北重大历史事件，始终是东北文学的重要

表述内容。“新东北文学”之“新”，首先体现在其创造了

一种全新的叙述模式，以悬疑的框架搭建起别样的城市

历史叙事空间。双雪涛、班宇、郑执善于以“悬案”作为

认识东北特定历史的一个窗口，以“悬案”切入，一方面

指涉历史，重新回到90年代经济转型大潮下的历史现

场，另一方面指涉人文精神，旨在发现工人在特定历史

时期下的精神境遇以及人性的多维和复杂。“新东北文

学”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其书写历史的伤痕，而是对“伤痕

化”的突破。这种有意识的“突围”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新东北作家群”会默契地选择运用“子一代”的写作视

角，而不是其他的创作视角。“子一代”所象征的绝不是

狭隘的、个体化的“伤痛记忆”，而是以东北后辈人的身

份回望、清理、和解、向前。新的东北书写中蕴含着东

北人和时代之间的奇妙张力，就像双雪涛《飞行家》的

结尾，李明奇终于在红旗广场放飞热气球，让普通人的

梦想、尊严与热爱在逆境中获得新生。书写历史的阵

痛，而又不限于缅怀，作家想要传递的是一代代东北人

“向前走别回头”的昂扬和“重生”。在“去伤痕化”的过

程中，“新东北文学”也实现了对“娱乐化”的突破，打破

了外界对于东北的刻板印象。幽默是东北独特的地域

标签，而这种“幽默”伴随大众文化和新型媒介的传播

影响力，外化成了一种较为肤浅的“搞笑娱乐”。在“新

东北文学”当中，东北的“幽默”精神被重新启用，内化

为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性的文化资源。在“新东北文学”

当中，“幽默”不只局限于东北人“苦中作乐”的自嘲精

神，在自嘲之外，还具有一种抵抗外界刻板印象的文化

价值功能。东北的“幽默”绝不是供他者凝视的娱乐对

象，更不是“阿Q式”的“自我精神麻醉”，而是通过“自

嘲”生发出全新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信念，以深沉的“幽

默”意蕴流露出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乐观的生活

态度，并解构外界对于东北的误解与固有印象。可以

说，“新东北文学”不是陷入历史缅怀的悲情叙事，而是

以理想、希望、热爱和自信作为精神养料，宣扬对生活和

普通人的爱。

打破东北“刻板印象”
与“新的刻板想象”

“回望历史”构成了“新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

主题。在此之外，赵松、谈波、杨知寒等东北作家，又为

“新东北文学”注入了更多活力。他们的创作延续了现

实主义的本质精神，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写作资源，将

现实的厚重感与人性的纵深感统一于新的东北书写当

中，为新时代的东北书写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在一定

程度上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定，以更为广阔的人文

视角和现代生命意识填充了“新东北文学”的当代性和

现场感。几位作家都曾提及自己对“母地的眷恋”，他们

以全新、独特的创作技巧

给东北书写提供了新的

可能。赵松运用现代主

义的技法书写抚顺、伊春

这两座东北小城，迥异于

以往的“东北写实”，作家

通过表现普通人的意识

流动，在现实、回忆与梦

境的穿插中追溯工业城

市的变迁并探索人在当

下信息化时代当中的“悬

停”状态。赵松笔下的

“东北”，并不是通常意义

上的“东北”，“东北”不是

一个被直接描摹和展现

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化为

一种气氛和精神潜隐于

作品当中，传递出更具有

普适性价值的“东北价

值”。在谈波笔下，东北

更多以“江湖”的样态出

现。他不留恋于对小说

情节的铺排，更多的是展

现人物间的对话，以市井

气的不羁话语塑造东北

的社会江湖。“大连彪子

们”与“长春炮子们”那句

不经意的“跟那两个损色

废啥口舌，直接干就完

了”，是对东北人豪情、信

义的直接展示。从语言

的角度全面展示东北，是

一个新的创作角度。同

时，大量东北俚语、段子

的使用使得谈波的作品

具有深厚的“东北民俗”价值。在杨知寒的创作当中，她

书写的故事来源于东北，但不囿于地域。在书写东北记

忆的同时，她将现实与梦境相互交织，揭开人际间的隔

膜与芥蒂，剖析永恒的亲情难题与复杂人性。作家间创

作技巧的异质性，使东北书写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并直

接促进了新东北文学现场的形成。而在技巧层面的“异

质”之外，对生活的体察与对人的关怀始终是不变的内

核。总的来说，“新东北文学”正在以一种全新、鲜活的

面貌于新世纪中国文坛上焕发光彩。“新东北文学”之

“新”在指涉美学价值与主题内蕴之外，也说明了新世纪

“东北文学”正在生长、壮大与接受“经典化”的过程之中，

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成熟之处。这种不足首先体

现在“新东北文学”还缺少“强势”作家的出现，在“铁西三

剑客”之外，其他新一代东北作家还未能引起更为广泛的

关注。其次，在“新东北文学”努力打破了外界对东北“搞

笑娱乐”的刻板印象之后，“悬疑”“时代创伤”等文学创作

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东北再一次陷入“新的刻板想象”

当中，如何处理好地域特色与地域刻板印象之间的平衡

关系，是值得作家与批评家持续思考的问题。

“新东北文学”实现了“地域叙事”“文学叙事”“精神

叙事”三个维度的超越与突破。“新东北文学”以地方性

为中心，致力于全面展现地方特定历史经验与地方性格

特质，并蕴含着具有普适性、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内涵。

“新东北文学”的意义首先指向地方性，新的美学样式与

文化心理丰富了东北文学的谱系，并建构了全新的“东

北形象”。“新东北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带动了“新东

北文艺”的蓬勃生长，在更为广阔的超越地域的公共文

化空间得到了不断地关注与阐释。高质量、深内涵的影

视作品，如《平原上的摩西》《胆小鬼》《漫长的季节》等都

分别来自新东北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指导，可以说“新东

北文学”在文学内部和外部均实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实

现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共同繁荣。

将地域作为方法

将“新东北文学”放置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格局中

观察，“新东北文学”占据了中国的重要文学版图，与“新

南方写作”相互呼应。两大新文学浪潮有着不同的写作

地域、美学风格。“新东北”较之“新南方”具有更清晰的

地域边界，更为统一的书写主题和叙事语言。但地方性

绝不意味故步自封地自恋自夸，而是要通向更为广阔的

中国。从本质来说，“新东北”“新南方”二者的概念是相

互融通的，二者共同指涉到崭新的中国书写当中，为整

个新世纪中国文坛提供了新经验，激发了新活力。

最后，“新东北文学”为全世界认识东北、认识中国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王德威曾强调“文学东学”对

“东北学”及“东北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东北”早已不

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东北文学”更应被纳入到一个

更宏阔的东北学的研究视域之中。东北自现代以来就

受到日本及西方多种文化的影响，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

相互交融，这是东北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交流的方式。

新时代全新的东北书写，在主题内涵之中传递出对人类

的普遍关怀。“新东北文学”当中存在着超越地域限制的

“巨大隐喻”，面向整个社会和复杂人性，潜藏着对爱与

未来的无限追求，既丰富了东北形象的构建，也回答了

在新的时代下“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将

地域作为方法，立足地方，面向世界与未来，这是“新东

北文学”最大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文艺振兴研

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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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北文学”之“新”在指涉美学
价值与主题内蕴之外，也说明了新世纪

“东北文学”正在生长、壮大与接受“经
典化”的过程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定的不成熟之处。“新东北文学”实现
了“地域叙事”“文学叙事”“精神叙事”
三个纬度的超越与突破，以地方性为中
心，致力于全面展现地方特定历史经验
与地方性格特质，并蕴含着具有普适
性、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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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新东北文学的伊始源自

班宇、双雪涛、郑执的东北书写。三位均出生

于辽宁沈阳的青年作家，不仅年龄相仿，而且

不约而同地讲述了19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

地下岗潮那段特殊的历史。他们“子一代”的

目光投射出苍凉悲伤的底色，加之东北人特有

的幽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所有这些，

都为他们的叙事筑起一道清晰的边界，仿佛是

在蓄意组建一个“有预谋”的叙事群体。无疑，

正是他们的“不约而同”构成了一个文学事件，

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学者黄平更是将这个

群体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与此同时，新东

北文学还呈现出了强烈的“出圈”态势，双雪涛的

《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有着相当不错

的影视改编，而班宇对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的文学策划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魅力。

毫无疑问，新东北文学是我们应该关注

并深入探讨的文学现象。到底是什么因素促

成了新东北文学的发生？作为一个文学群

体，新东北文学的实质性“内核”究竟是什

么？这一文学现象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

示？他们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局限？尤其是，

近期，几位新东北文学作家似乎开始在文学

创作上刻意偏离东北轨迹。班宇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缓步》中，曾

经斑驳锈色的东北故事背景明显淡化，彰显出更多的丰富性，像

是“逍遥游”之后的“缓步”前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发

出“新东北文学还能走多远”的质疑和慨叹？我想，新东北文学所

承载的这些问题域，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

毫无疑问，三位作家“子一代”视角的回顾是新东北文学叙事

最独特的标识。班宇说，选择过去，是因为“对那个时代有一个相

对清楚清晰的感知和认知”。他们在自己的童年记忆中搜索，将

目光锁定在倒闭的工厂、凌乱的车间、生锈的机器等破败的城市

印记中，由此让老工业区的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了隐喻，都在以自

己的方式为我们解读历史。实际上，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型的，

它总是在无数记忆的循环中，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在场，让过去的

声音在当下喧哗。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

提出了“后记忆”的概念，“后记忆并非运动、方法或理念，我将其

视为创伤性指示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也就是通过隔

代记忆的代连接，让现代人记住上一代的创伤体验。从这点来看，

新东北文学是下岗工人“子一代”的后记忆书写。

双雪涛的第一部小说《翅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篇有关

记忆的文本，其中，名字承担了记忆的“所指”功能。据说，双雪涛

在《翅鬼》最初的创作构思中，曾在信纸上随意写着自己想到的词

语，诸如峡谷、翅膀、宫殿等，但这些词语并没有唤醒他的灵感，直

到“名字”这个词语出现，他才一下子找到了叙述的钥匙。《翅鬼》

开篇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

的。”双雪涛说“到现在为止，这句话还是我写过的最得意的开

头，因为它不但使我很快写完了这部六万字的小说，也使我写出

了后来的小说，它是我所有小说的开头”。 的确，在文本中，双雪

涛反复强调了名字的重要性：

你有了名字，等你死的那天，坟上就能写上一个黑色的“默”

字。走过路过的就会都知道，这地方埋着一堆骨头，曾经叫“默”，

这骨头就有了生气，一般人不敢动它一动，你要是没有名字，过不

了多久你的坟和你的骨头就能被踩成平地了，你想想吧，就因为

没有名字，你的骨头就会被人踩碎粘在脚底，你不为现在的你着

想，你也得为你以后的骨头着想。

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丽特曾指出：“记住她的芳名，不

如说依赖于人害怕被遗忘而需要记住名字的事实。”可以说，名

字的意义便在于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为了不被遗忘，为了在时

间的长河里最大可能确认自我的意义。文本中的这些文字反复

诉说着“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是证明自身存在的依据，是维系

死后尊严的“名片”。记住名字，不是对自身肉体或者灵魂不朽的

企盼，而是对消失和被遗忘的恐惧。可以说，《翅鬼》中开篇以名

字“出场”如同为记忆存档，预示了双雪涛的写作之路，那就是，抵

抗遗忘，为无名者发声，寻求身份认同，捍卫生命尊严。我认为，

“名字”在双雪涛的笔下可以转译为“我们需要记住”，正如《跷跷

板》中埋藏在跷跷板下的那具无名工人的尸体，以静默的存在探

讨了记住名字的伦理。遗忘与无名在文本中构建起了被话语遮

蔽的历史记忆的多重隐喻。

如果说双雪涛是以名字抵抗遗忘，通过记忆重构自我身份，

那么，班宇的后记忆书写则将过去牵引到现在，如同美杜莎的目

光，将逝去的过往石化为今天的镜像。记忆有着双向度的指向，

既指向过去，又通向未来。同时，也聚焦于当下。正是有了映照

于过去时代的镜像，才能清晰呈现时代创伤遗留的疮痂。于是，

我们看到，班宇笔下的很多人物，仿佛是从老照片中走出，以黑白

底色过滤掉了时代缤纷的色彩，呈现出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

性，即“真正同时代的人，是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

应时代要求的人。他们总是与自己的时代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

行关系，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空中道路》中的李承杰葆有浪漫

主义激情，幻想着打造空中道路。空中汽车司机就像开吊车一

样，可以把乘客用长长的吊杆抡到任何指定地点。“空中道路，你

看着空无一物，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

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儿电，符合国际发展方向”。显然，这

种虚无缥缈、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凭空臆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荒诞规划，暴露出李承杰无论是工作能力、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

构与时代之间都存在着无法磨合的龃龉，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悲

剧注脚。《肃杀》中的肖树斌下岗失业，即使有做饭的手艺也不愿

找份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球赛。对于肖树斌而言，他已

经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身份，唯有足球这种能够引发荣誉感和归属

感的大型体育活动，才能让他重新找到心灵慰藉。他将自己黄金

时代的记忆，投射到了当下的语境中，以扭曲的幻象排挤残酷的

现实，最终让自己沉沦在过去的阴影里，构成一种悖论式的存在，

如同《逍遥游》中重病的徐玲玲追求的逍遥游，实际上却是一场最

为心力交瘁的旅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是自觉地担负

起了书写一个时代的使命。作家们在文学创作的伊始，从自身的

经验出发，书写作为“父一辈”的工人阶级，在失去曾经拥有的荣

光后，为寻求身份认同所经历的困惑、痛苦、彷徨、沦落，乃至不

甘、抗争与追求，从而进一步揭示“共和国长子”在时代重大变革

中留存的创伤记忆。所以，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并非要将我

们的目光聚焦于老工业基地的苍凉色调，而是要唤醒我们的反思，

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挖掘埋藏在跷跷板下

那些无名者的名字？如果有，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去书

写？我想，这也是新东北文学引发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然而，从另一个维度看，记忆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记忆的领域

填充着幻想和投射，正如赫希所说，“呈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形

象，以及被我们从现在带入过去、以期找到自我问题答案的隐喻

和结构，可以成为记忆的屏幕，帮助我们投射现在或者永恒的需

求与愿望，并为我们阻挡其他形象，其他尚未进入意识的问题”。

当单向度的记忆色调弥散开来，在唤醒我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

也遮蔽了其他应有的色彩。由此，有关父辈记忆的“白日焰火”，

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苦难消费，将东北晕染成一块唯有锈色的地

带。或许，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危机，他们对

东北暂时的疏离既是表达某种“去标签化”的“独立宣言”，同时，

也是“缓步”之后的深度思考。我相信，东北依然会是他们文学世

界的底色，正像班宇所说的，“我毕竟还生活在这片土地，还生活

在这个环境里，我不但没有‘去东北化’，我反而是在继续书写东

北。我把今天的我感受到的东北样貌，身边人的生命困惑，以这

样的方式写出来，这是我继续的一个部分”。当然，如何“继续”是

作家自由的选择。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文学东北应该由单

数变为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交汇，填补段落之间的

空白，呈现多维度的历史切割面，以及文学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

广泛的贴切性。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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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

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并非要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老工业基地的苍凉色
调，而是要唤醒我们的反思，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挖掘埋藏
在跷跷板下那些无名者的名字？如果有，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去书写？

本报6月26日刊发《黄平：让我们破“墙”而出》一文，针对“新东北文学”的发

现、阐释过程进行了回顾，并提出对文学“破圈”等的期待，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本

期特邀胡哲、梁海两位长期生活在东北的学者，围绕“新东北文学”的历史沿革和

发展方向展开进一步讨论。其中，胡哲一文聚焦“新东北文学”与萧军、萧红等经

典的东北文学写作之间的传承关系；梁海选择以“后记忆”为视角，考察“新东北文

学”的题材意义和艺术特色等。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两位学者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两位学者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新东新东

北文学北文学””的质疑和隐忧的质疑和隐忧，，如其在打破原有东北如其在打破原有东北““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同时的同时，，又带来了又带来了““新的新的

刻板想象刻板想象””，，个体记忆的写作路径及其局限性等个体记忆的写作路径及其局限性等。。在多重视野的观察中在多重视野的观察中，，让我们共让我们共

同期待同期待““新东北文学新东北文学””的广阔未来的广阔未来。。 ———主持人—主持人 行行 超超

““新东北新东北文学文学””：：

来来路路与去处与去处


